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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工作中常常面临死
亡，鄞州人民医院33病区护士
长董明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
题，怎样让每一位临终患者在
最后阶段少一些痛苦、也少一
些遗憾。

有一位患者的临终故事，
至今让董明芬印象深刻。

那是一位去年去世的 60
岁男患者，当时因为他所患的
肿瘤已经到了晚期，所有的治
疗方法都已是徒劳。当这位男
患者奄奄一息躺在病床上的时
候，家属想依照宁波人的风俗，
让患者的最后一程在家里走
完。

可因为之前没有约定好，
患者也没能及时表达自己的意
愿，他的妻子和母亲在“到底该
把他接回哪个家”问题上出现
了分歧。

患者母亲希望，让儿子去
他自己家里，因为她家中还有
八旬的老伴卧病在床。为了避
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刺
激，儿子病重的消息一直瞒着
老人。而且母亲的老房子只有
两室一厅，如果把儿子接回家，
老人势必会被惊动。

而患者的妻子希望，丈夫
能在父母家中去世。理由是，
在自己家去世可能会吓到子

女，给他们今后的人生留下阴
影。

“当时这名患者神志是清
醒的，只是不能说话而已。他
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最亲的人
在病床前争执不下，有话说不
出来，只能干瞪眼，想想都觉得
悲凉。”董明芬说，最后这件事
情还是得到了一个相对圆满的
结局，患者的母亲让步了。

病人虽然送走了，但董明
芬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她
在想，如果能早一点帮助患者
在能表达自己的愿望时，说出
对自己弥留之际甚至身后事的
安排，这扎心的一幕就不会再
重演了。

“北上广的一些大医院都
在推行‘生前预嘱’，我觉得
是很好的事情。”董明芬说，
如果说“遗嘱”是“我的财产
我做主”，“生前预嘱”则是

“我的生命（死亡）我做主”。
“以后遇到一些病入膏肓、从
医学角度来判断肯定时日无多
的患者，我会有意识地去和患
者或家属交谈，看看他们对最
后的归宿如何安排，尽量帮助
他们达成心愿。”董明芬说，
很多患者和家属在面临临终问
题的时候往往惊慌失措，很容
易留下遗憾。

我的生命我做主
在治疗的最后阶段
他们选择从容谢幕

如果疾病已经走到现有医疗水平无法治愈的阶段，是选择能保留一线希
望的治愈性治疗，还是可以相对少受罪的姑息疗法，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在鄞州人民医院肿瘤放化疗中心病房，类似的艰难抉择每天都在发生。
一位60岁的肿瘤晚期患者，因为没有及时做好最后的安排，眼睁睁看着妻子
和母亲在病床前为他最后的“归属地”而争执；在确诊自己的绝症已经无法治
愈后，一位60岁的女士从容签下“生前预嘱”，希望在临终期不接受有创抢救
和治疗，落实好自己最后的心愿后，从容离开。

鄞州人民医院安宁照护小组执行组长徐正阳教授说，在医院走完最后一
程的肿瘤晚期患者中，有一半左右会接受医生的建议，选择提前规划好自己
临终阶段的安排。

一位70岁的肺癌晚期女患者，自发病以来已经多次住进鄞州人
民医院肿瘤放化疗中心接受治疗。放疗、化疗等几乎所有的治疗手段
都用过了，也扛不住病魔在她身体里的肆虐。两年半前，癌细胞转移
到了她的骨骼里，疯狂破坏她的骨组织；半年前，癌细胞转移到脑膜，
直逼她的神经中枢。

和病魔抗争多年，此次入院，这位患者的身体已经很差了，处于恶
病质状态，神志也是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患者和她的家人都意识到，
生命已经接近终点了。

“护士长，我会不会死？”一天早晨，患者这样问前来查房的护士长
董明芬，虽然已经不止一个患者这样问过，董明芬还是感觉心头一
紧。后来董明芬选择与患者坦诚交流，并请来安宁照护小组介入。

鄞州人民医院的安宁照护小组执行组长徐正阳教授介绍，这个团
队由医生、护士、营养师、疼痛管理师、心理医生、社会工作者等组成，
主要是为临终患者和其家属提供服务。

安宁照护小组介入后，第一件事就是了解患者还有什么愿望。当
得知患者希望在最后阶段少一些痛苦，身上少插几根管子，不要被当
做机器一样“修理”时，安宁照护小组马上和家属进行了沟通。最后，
患者女儿签下了“拒绝或放弃医学治疗或检查告知书”，选择用姑息舒
缓治疗来陪伴母亲的最后一程。

“选择姑息治疗，并不是不治疗。”徐正阳说，姑息治疗和治愈性治
疗的目的不同，主要目的是减少患者的痛苦，让患者在生命的最后关
头少受罪。

“为人子女的要尽孝，作为医生要尽责，作为患者本身要无憾，我
们的临终关怀就是要做到这三者的兼顾。”徐正阳说，每个人都有离开
人世的这一天，医院成立安宁照护小组的初衷，就是让患者在生命的
最后一刻能多一些温暖。

这个小组成立5年来，为多位饱受折磨的晚期肿瘤患者提供了服
务，在面临是继续坚持接受治愈性治疗，还是选择姑息治疗以减少痛
苦时，有半数左右的患者选择了后者，希望带着尊严谢幕。

70岁临终患者只想少受罪
子女为其选择接受姑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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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醒时没有及时表达意愿
他看着亲人在病床前争执却无能为力

不久前，鄞州人民医院33
病区收到一封感谢信。送信的
是已经去世的一位晚期肿瘤患
者的女儿，除了送来感谢信，她
还给医护人员买来热腾腾的奶
茶，感谢他们在母亲的最后阶
段带来的温暖。

“这个故事对其他有临终
患者的家庭有借鉴意义，做好

‘生前预嘱’，能做到生死两无
憾。”徐正阳说。

患者李女士去年7月被确
诊为胰腺癌晚期，已经无法手
术。今年1月，她的病情进一
步恶化，已经处于临终状态，医
嘱已告病危，让家属做好后事
准备。

李女士很清楚自己已时日
无多，再多的治疗和抢救，除了
耗费金钱，还会让自己多受
罪。于是她在自己清醒时主动
签下“拒绝或放弃医学治疗或
检查告知书”，并希望医生在自
己心跳或呼吸停止的时候，不
插管，不电击，不通过有创的方
法减缓死亡的进程。

看到李女士坦然面对死
亡，护士长董明芬主动询问她，
最后遗愿是什么？李女士闭着
眼睛痛苦地低声诉说着自己的
担忧：“如果我死在家里，怕给
女儿留下阴影；如果我死在医
院里，主管医生会有很多事情
要做；还有一个去处，就是把我
拉回台州老家，但又怕女儿一

个人会很麻烦。”
护士长又问：“那您最想待

在哪里？”“其实我最想待在医
院，就怕给医生增加麻烦。”

看到善良的李女士，在临
终前还在为自己的孩子和主管
医生考虑，护士长决定把她的
最后遗愿转告给主管医生。主
管医生沉思了1分钟后，点头
答应。

当护士长把这个消息告诉
李女士时，她突然睁开双眼，露
出了久违的、轻松的笑容。

几天后，李女士在病房里
平静去世。她的女儿说，因为
提前交代好最后的安排，医生
和家属在临终时都能应对从
容，妈妈走得十分安详，这让她
在悲痛之余，也感到莫大的安
慰。

“在帮助患者做‘生前预
嘱’时，我们会很注意沟通技
巧，还会留10天左右让他们充
分与所有亲人沟通与斟酌。当
然，所有的决定，患者有意愿也
能随时更改。”徐正阳表示，“生
前预嘱”能让医生变被动地抢
救为主动地做应急准备，有计
划地送患者最后一程，还能减
少医疗操作上的纠纷。这样做
既能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也
让家属不会有“自己是否救治
不尽力”的心结，值得推广。

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郑瑜 文/摄

60岁女士签下告知书
要求临终不抢救

董明芬护士长和一位患者交流董明芬护士长和一位患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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